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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平衡法对医疗共同决策实践难题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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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良好医疗决策的做出有赖于医疗行为中各主体的充分参与，以及对多种利益适当的权

衡考量。医疗共同决策因可以较大程度地保证患方参与，在临床实践中被大量应用。其在应用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表现为医生存在一定程度的责任推卸，患者只是形式上的参与了决策

制定，家属在决策中地位不明。在医疗共同决策中应用反思平衡的方法可以很大程度地消解这

些问题带来的影响。厘清反思平衡在医疗共同决策中的适用和局限，可以从理论层面更好地指

导我国医疗共同决策中各主体的行为，进而做出更为良好的医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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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king of sound medical decisions relies on the full participation of all stakeholders in
medical practices and the appropriate weighing of diverse interests. Shared decision-making is widely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as it significantly ensures patient involvement. However, several issues have
emerged during its application, including doctors partially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patients merely
participating in decision-making in a formal manner, and unclear roles for family members. Applying the
method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 can largely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these problems. Clarifying the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 in shared decision-making can better guide the
behavior of all stakeholders in China's shar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reby enabling more sound medical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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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疗共同决策实践中的难题

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是指医疗服

务的提供者（医生护士等）邀请患者与其照护者参与到医疗

决策中，经充分讨论得出双方都理解与满意的一种医疗决策

模式[1]。此种模式因将患者置于首要位置，有利于保障患者

权益，从而获得医学伦理学的辩护。医疗共同决策要求患者

参与到决策中来，与医生一起思考各种诊疗方案的可能性，

构建更紧密的信任关系，由医患共同决策得出的诊疗方案可

增强患者的依从性[2]，保障了患者的权利，也使个性化精准

化医疗成为可能，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医疗”

[3]，减轻社会的经济负担。

在临床实践中，以患者为中心导向的共同决策模式面临

着一些应用难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医生存在一定程度的责任推卸。医疗共同决策模

式的应用从制度上削减医生的“家长制”倾向，限缩了医生

的专业权力[4]。但此种限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生的困扰：

医疗共同决策要求充分尊重患者的偏好，但是病痛的影响、

家庭的因素常常造成患者偏好出现巨大转向，而导致患者偏

好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医疗行为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不确

定性，患者常会对疾病走向存在错误的认知。为了避免可能

产生的冲突，存在医生将诊疗方式的选择当作患者的家事，

只告知各诊疗方案的可能出现的后果，不参与到决策的过程

中来的现象。

第二，患者只是形式上而非以主体身份参与了医疗决策。

临床实践中的患者“参与”更倾向于患者接受医生单方面的

告知，或为了诊疗可以继续进行而签署自己并不完全了解的

知情同意书；患者多认为自己来医院就诊是寻求医务人员帮

助，缺少对决策决定掌控的可能，只是被动地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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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交给医务人员。在这样的情境下，患者会认为医患共同

决策模式仍是医生推卸责任的行为[5]。医患间的不信任问题

仍无法完全解决。

第三，家属在决策中的伦理地位不清。临床实践中常以

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家属在医疗决策中的主体地位[6]，家属

完全代替患者参与到医疗决策中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患者

家属出于对患者的了解和对患者意愿的遵从与医生进行了

顺畅的沟通，做出了良好的医疗决策；也有一些患者家属完

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代替患者做出了不符合患者意愿的

决定，对患者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2 作为伦理决策方法的反思平衡

2.1 反思平衡的理论模型

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作为决策方法有如下

步骤[7]：

（1）初始道德判断（初始状态下对于应该做何行为的

预设）；（2）将初始判断加以筛选留下我们经过考虑的道

德判断；（3）提出一组可以阐明我们经过考虑的道德判断

的道德原则；（4）如果我们经过考虑的道德判断与我们的

道德原则间存有冲突，则修改其中一个相互冲突的要素（道

德判断与道德原则皆可被修改）；（5）重复上述步骤（4）

直到原则与判断间达到平衡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步骤（2）、（4）中的“思考”需达到慎

思（deliberation）的程度，即审慎仔细地斟酌，对各条件与

相关因素充分考量，同时最大程度地排除非理性与情感因素

的干扰。步骤（5）中作为目的的“平衡”指的是一种融贯

的状态，即要求道德判断与道德原则不冲突不矛盾，同时具

有逻辑的一致性、连续性，彼此支持，互相印证。在此种动

态的平衡中充实各自的内涵，新的内容都可以在与之对应的

道德判断或是道德原则中找到准确的映射。

2.2 反思平衡的特点

2.2.1 反思平衡是非基础主义的

在反思平衡理论模型中，步骤（1）虽预设了某种初始

道德标准，但步骤（2）、（3）对此预设进行了筛选、论证；

步骤（4）以具体道德判断对预设进行了修正。这三个步骤

是 对 先 验 的 、 终 极 的 、 具 有 自 明 性 的 基 础 主 义

（foundationalism）的道德信念的否定和拒斥。因而，反思

平衡方法是非基础主义的。

但此种拒斥并不完全倒向基础主义的反面——反基础

主义。反基础主义者认为，以某些先定的基础的东西作为论

证的起点是不可能的，要在论证中寻找一个东西作为基础。

即便某些信念的确能够支持经验研究，却不排除它会受到其

他信念的经验支持[8]。他们认为先定的信念虽然可以用于理

论建构，但此信念自身并不能保证不会被其他经验或者信念

所渗透，任何不证自明的信念都是不稳固的，缺乏合理性的。

终极理念或者初始理念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而作为方法的

反思平衡与反基础主义者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反思平衡以一

种基础的道德状态为发端，承认此种初始道德状态的存在，

并以此作为起点。

2.2.2 反思平衡的类融贯论基调

反思平衡的类融贯论基调在步骤（4）、（5）中有较为

集中的体现。融贯论者认为整个体系包含的基本观念都是互

相依存的；将它们孤立起来就会毫无意义。这个要求并不是

说这些基本观念可以互相界定；而是说，之所以不可能以这

样一个单独的观念来定义，是因为不可能脱离它同其他观念

的联系[9]。反思平衡将道德原则与具体道德判断核实为一个

整体，并且认为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原则作为基础可以对判

断进行指导，判断作为原则的适用同时也在渗透和改变着原

则。将道德判断单纯作为被道德原则评价的客体是不可取的。

2.2.3 反思平衡对慎思的要求

反思平衡方法的应用在最大程度上给予冲突双方言说

的空间：因其关注的不是对某范式正确性的“证明”，并以

此范式作为标准对现实的问题进行宣判；而是将注意力集中

在问题或者是分歧本身，使双方都有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进行

“辩护”。“证明”的工作需要充足的伦理学知识与抽象思

维能力，而“辩护”需要的是在审慎的思考中对自我偏好的

充分表达，对与自我偏好相冲突的他人偏好或基础道德原则

的充分思考，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重叠共识才能出现，“辩护”

才是有实际意义，可达成现实效果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辩

护”的过程中，原则与规则并不是完全失位，也不能被完全

悬搁。首先，没有基础的对话很难对具体分歧形成共识，如

果分歧与对抗的状态无法转变为融贯的认可，反思平衡的方

法选择则毫无意义。

3 反思平衡方法在医疗共同决策上的适用

3.1 反思平衡可为复杂的医疗决策行为提供指南

尽管伦理基础主义者认为其先验的不需加以辩护的道

德信念是更稳固的，而实际上，过于笼统的道德信念预设不

利于做出指导合适的道德判断。医疗决策对于患者影响是重

大的，说教式的道德信念不利于道德先验的预设，极难直接

应用于某个时代的特定的道德难题，想要应用某种先验的预

设作为原则，只能依靠个体对原则的解释，这实际上具有更

强的不确定性。个体理解能力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对原则解释

的不可预测性，在此角度上，期望以伦理基础主义的方法论

指导实际的道德问题是不现实的。而面向问题本身的实践伦

理学在具体道德实践中有更强的应用价值，如医疗伦理问题

中医学伦理学原则对医疗行为中“应采用何种行动”给出了

基本的回应，即“不伤害，尊重，有利，公正”，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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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使用中得到了基本的共识。

3.2 反思平衡有助于医疗决策各主体形成反思习惯

从本质上讲，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遵循着一种

“可错论”，它随时都可能会被打破，而不可能永久保持原

状[10]。医疗共同决策中常出现的问题也正来源于医疗行为各

主体并不了解其他主体的思维方式，而视其他主体为自己行

为的客体，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不可错的。上文

提到的医疗共同决策中医生存在一定程度的责任推卸、患者

只是形式上的参与了医疗决策、家属在决策中地位不清的问

题来源也多源于此。

诚然，以个体利益为终极目标对诊疗方案进行取舍并不

是错误的，但好的医疗决策是需要参与医疗行为中各主体的

认可的，只以个体利益至上的思维方式作为引导是不可能达

到做出好的医疗决策的目的。好的医疗决策的做出有赖于各

医疗行为主体对自己偏好的充分表达，对基础性的医疗伦理

原则具体实践，对其他主体基于慎思的理解与充分的理性交

流。这一过程同样也是各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的

过程。

4 结语

医疗共同决策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多方的参与不应只

是形式的，而应是实质的。具体应体现为：对医方而言，不

应仅出于医疗的效用考量为患方提供可选择的诊疗方案，更

应该在可接受范围内充分考虑患者的道德偏好；对于患方而

言，不应仅是表达自己的偏好，出于偏好做出选择，更应该

将自己作为共同决策的主体参与到决策始终。在整个决策过

程中以反思平衡的方法反复磋商与权衡，以和谐融贯为目的，

确定双方都认可和满意的诊疗方案。此种方式下的医疗共同

决策有助于医患信任的构建，有利于医患双方获得感和满足

感的提升。本文主要聚焦于理论应用分析，尚缺乏临床实证

研究，未来应结合患者反馈与医护访谈等多源数据进一步验

证反思平衡方法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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